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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与成本加成-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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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并探讨了加工贸易在其中所起的

作用。通过将我国制造业企业与海关数据进行合并，我们构建了三种企业层面的关税指标：

外国关税、本国最终品关税和投入品关税。在控制住加工贸易自选择效应以及潜在的关税内

生性问题后，我们发现：外国关税和投入品关税的下降会带来企业成本加成的上升，而本国

最终品关税的下降会促使企业成本加成降低，但关税带来的成本加成效应随着加工贸易份额

的提升而减弱。平均来说，从 2000-2006 年，三种关税的下降促进我国制造业贸易企业成本

加成上升了约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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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firms’ markup and the role 
of processing trade in adjusting the markup effect. By combing Chinese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data and product-level trade data, we construct three kinds of tariff facing Chinese trading firms - 
foreign tariff, home output tariff and input tariff. Controlling the selection effect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sue of tariff measure, we find that (1) foreign tariff reduction and input 
tariff reduction help to promote firms’ markup, while output tariff reduction makes firms’ markup 
go down and (2) the markup effect of tariff reductions decline with the increase of firms’ processing 
import share. On average, the three kinds of tariff reductions contribute 2.14% markup increase 
during 2000-2006 for Chinese manufacturing trading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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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本文主要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我国关税总体水平不断下降。虽然已经有一些文献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但

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文献却非常稀少。 

成本加成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揭示了企业的市场力量，一般用价格-成本比

表示。而贸易改革对于成本加成的影响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

话题，Levinsohn (1993)、Harrison (1994)、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De Loecker et al. (2014)
和 Lu and Yu (2015)等均对这个问题从理论或实证上进行过研究，但文献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仍然有待完善。 

首先，还未有文献同时探讨外国关税、本国最终品关税和投入品关税下降对于企业成本

加成的影响，而本文将弥补此文献缺口。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通过理论模型说明了关

税下降导致的市场融合会使企业成本加成下降，不过这仅考虑了最终品关税下降的影响。De 
Loecker et al. (2014)使用印度的数据，构造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说明了最终品关税的下降

会导致成本加成的下降，而投入品关税的下降则会导致成本加成的上升。Lu and Yu(2015)将
中国加入 WTO 作为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论证了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

成本加成分散度的减小。而正如 Lileeva and Trefler (2010)所指出，外国关税对于企业尤其是

出口企业来说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国关税下降意味着贸易避垒下降，从而会本国企业出口，

进而会影响企业生产行为。 

为了更全面地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参考 Yu（2015）的作法，我

们构建了企业层面的外国关税、最终品关税和投入品关税。从理论上来说，最终品关税的下

降将导致在国内销售同类最终品的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产品价格下降，从而

导致企业成本加成下降。另一方面，更低的投入品关税将使企业有利于降低投入成本，从而

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促使企业成本加成上升。此外，外国关税的下降给出口企业提供了两种

选择，其一是在出口成本下降的同时保持出口价格不便或小幅下降，从而促使企业成本加成

上升；另一种选择就是相同幅度较低出口价格以扩大出口集约边际。所以外国关税下降给企

业成本加成带来的影响需要用实证来进一步检验。 

其次，我们还考察了加工贸易在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中发挥的作用。加工贸

易是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以前

已经有一些文献对于加工贸易进行了相关研究。Gorg (2000)以及 Egger and Egger (2005)探讨

了加工贸易分布的决定因素。Manova and Yu (2012)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的存在使更多面临

信贷约束的企业能够参与贸易，进而从贸易中获益。Koopman, Wang and Wei (2012)研究了

当加工贸易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该如何对企业国内增加值份额进行估计。Yu (2015)的研究表

明加工贸易对关税下降的生产率获益产生调节作用，从事加工贸易份额越高的企业从关税下

降中获益越小。 

考虑到加工贸易在中国广泛存在，我们在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产生何种影响

时，着重考察了加工贸易的作用。理论上来说，由于加工贸易本来就享受免税待遇1，对于

加工贸易参与度越高的企业，贸易自由化对其成本加成的影响应该更小，对此我们也将在后

文进行实证检验。 

最后，我们对企业成本加成的估计不依赖于任何对市场结构和需求曲线的假设。在 De 
Loecker and Warzynski (2012)、De Loecker et al. (2014)之前，估计成本加成的方法总会引入

一些有关供给、需求条件或市场结构的假设。为了估计行业层面的成本加成，Hall (1986)假
设技术变动等冲击可以被视为是对潜在的常数比率的偏离，从而推导出成本加成随时间不变

化，进一步可估算出各行业的成本加成。同样，在估计企业成本加成时，Levinsohn (1993)要
基于不完全市场竞争的假设，而 Harrison (1994)则要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De Loecker 

                                                        

1 来料加工进口时是直接免税的，进料加工复出口的料件也享受免税进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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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arzynski (2012)放松了对于市场结构与需求曲线的假设，只需要假设企业生产面临成本

最小化问题并且存在至少一种可变投入成本。参考 De Loecker and Warzynski (2012)、De 
Loecker et al. (2014)的做法，我们估计了中国企业层面的成本加成，在估计时也对生产函数

做了更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适当调整，比如考虑了加工贸易的作用。 

综上可知，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其一，本文首次研究了三种关税下降对于企业成本加成

的影响；其二，文章着重探讨了加工贸易这一在中国广泛存在的贸易形式所起的任用；其三，

本文我国企业成本加成的变化进行了探讨，而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估计不依赖于对市场结构

和需求曲线的假设。 

通过构建企业层面的三种关税和成本加成，我们发现，外国关税和投入品关税的下降会

促使企业成本加成上升，而国内最终品关税的下降由于给在国内销售类似最终品的企业带来

了降价压力，会导致企业成本加成下降。其次，本文对于加工贸易的考察也有利于增强我们

对加工贸易作用的理解。我们发现关税下降对成本加成的影响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效果

更弱，并且在控制住加工贸易自选择效应和内生性问题后，我们发现随着加工贸易参与度的

增加，关税对成本加成的影响效果逐渐变弱。最后，本文的估计结果有利于加深对于贸易获

益的理解，即贸易自由化不仅有利企业生产率的提高（Amiti and Konings, 2007; Topalova and 
Khandelwal, 2011; Yu, 2014），也可能对企业成本加成带来促进作用。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所用数据；第三部分对企业成本加成的估计、关税的

度量以及实证设定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报告相应估计结果；第五部分作总结。 

二、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工业企业数据库、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以及关税数据。 

首先，本文所用的第一个重要数据库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全国所

有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1。本文所用数据年份为 2000-
2006 年。该数据库涵盖了中国所有制造业行业，指标包括企业产品信息以及会计上的三大

报表数据等一百多个变量信息 。在分析之前，我们按照标准的分析步骤先对异常样本进行

剔除。本文先参考 Feenstra 等(2014)的做法，将缺失资产总额、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净值

等主要财务指标的样本剔除。再将从业人员数少于 8 人的样本剔除，因为这些企业处于不同

的法律制度下(Brandt et al.，2012；Yu, 2015)。最后,按照一般公认的会计准则(GAAP)将存在

以下情况的样本剔除：(1)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2)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3)固定资产净

额大于总资产；(4)企业的识别码（法人代码）缺失；(5)无效的成立时间（成立时间在 1 月

之前或 12 月之后的）。 

其次，本文使用的第二个数据库是中国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库，时间跨度也是 2000-2006
年。该数据库记录了企业-产品层面进出口的丰富信息，包括产品数量、产品价格、贸易方

式等。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能够能方便地区分出每笔交易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 

最后，本文还涉及到关税数据的使用。本文所用关税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的贸易分析与信息系统（TRAINS）以及 WTO，覆盖 HS6 位数层面中国 2000-2006 年的关

税以及其它国家所征收的进口关税。由表 1 可知，从 2000 年到 2006 年，我国企业层面的

最终品关税下降幅度最大，投入品关税降幅次之，外国关税的下降较少。 

表 1：2000-2006 年中国关税下降情况 

 外国关税 本国最终品关税 投入品关税 

2000 7.72 15.62 2.69 

2006 7.61 7.69 1.7 

下降(%) 1.43 50.77 36.8 

                                                        

1事实上《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部分以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的基础数据就来源于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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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报告的关税以从价税度量，以百分点作为单位。外国关税、本国最终品关税和投入品关税依

照第三部分介绍的企业层面的关税指标进行构建。 

将这三部分数据联合使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将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合

并。因为虽然这两个数据库内都有自己的企业标识编号，但两个数据编码系统却完全不同。

贸易数据库中的企业代码是 10 位的，而企业数据库代码为 9 位，所以不能直接通过企业代

码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参考 Yu and Tian (2012)的做法，我们联合使用两种合并方式将两

个数据库进行联接。其一，我们将企业名称和年份相同的企业进行合并；其二，为了获得更

多的合并样本，我们将邮政编码相同并且电话号码后七位也相同的企业进行合并。在合并过

程中，我们剔除了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缺失或无效的企业，包括以下几类：（1）邮政编码或

电话号码缺失；（2）邮政编码无效（即邮政编码数值小于 100000）；（3）7 位电话号码无效

（即号码数字小于 1000000）。使用剔除无效数据的样本合并后，我们一共得到 76,823 个样

本。文中使用到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表 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外国关税 7.69 7.49 

本国最终品关税 8.30 7.68 

本国投入品关税 1.97 3.83 

加工贸易虚拟变量 0.31 0.46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0.11 0.31 

外商投资企业虚拟变量 0.23 0.42 

整体企业成本加成 1.15 0.24 

注：为便于观看，本表报告的关税以百分点作为单位，但实际回归中采用的关税为此处关税除以一百

所得值，即为 0-1 之间的数。成本加成的度量参考下文将介绍的 De Loecker et al. (2014)的做法。 

三、 企业成本加成、关税度量与实证设定 

（一） 企业成本加成的度量 

本文使用扩展的 De Loecker & Warzynski (2012)方法来估计企业层面的成本加成。假设

企业 i 在第 t 年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 , , , )it it it it it itQ Q K L M    (1) 

其中 itK 代表资本，其投入量在前一期中就已经决定； itL 和 itM 分别代表可变的劳动和中间

投入； it 指代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并且假设生产函数 ( )itQ  连续而对于可变投入二阶可导。 

假设生产者面临成本最小化问题，其生产的拉格朗日函数可以写为： 

 ( , , , , ) ( Q ( ))m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L K L M r K w L p M Q          (2) 

其中 itr , itw , m
itp 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品的投入价格。那么在给定产量 itQ 的情况下，

企业最小化生产成本，对于可变成本 itM 1的投入满足一阶条件： 

 
( )( )

0m it
it it

it it

QL
w

M M


  
  

 
  (3) 

其中 it 表示生产的边际成本。将(3)式整理可得： 

 
( )

=
m m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Q M p M P p M

M Q Q P Q 
 




  (4) 

其中 itP 代表产出品价格。显然，(4)式左边为产出的中间投入弹性，我们用 l
it 表示；右边由

                                                        
1 虽然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解聘劳动者通常需求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劳动

力投入通常不能够自由调节，所以本文以中间投入作为可变投入来估计企业成本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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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组成：企业成本加成 it

it

P


（用 it 表示）和中间投入份额

m
it it

it it

p M

P Q
（用 m

it 表示）。若产品

价格在各期分别确定，则企业成本加成可表示为： 

 1( )m m
it it it       (5) 

由于中间投入份额 m
it 可以直接从数据中算出，故估算成本加成的关键就是要通过估算

生产函数计算出产出的可变投入（此处为中间投入）弹性。对于每个行业，我们可以在各种

设定下计算出产出的可变投入（劳动、中间投入）弹性：基于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的 Olley-
Pakes 估计、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的估计。 

(1)  基于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的扩展的 Olley-Pakes 估计。假设生产函数满足如下设

定： 

 k l m
it it it it itY A K L M     (6) 

其中 itY 表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产出, itK 、 itL 和 itM 分别表示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中间投入。

考虑到 OLS 估计会产生选择性偏误和联立偏误，本文采用 Olley & Pakes (1996)方法来对(6)
式进行估计。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估计生产函数时不对可能影响生产函数的因素进行控制，传统的

Olley-Pakes 方法所估出的生产率也可能有偏（De Loecker, 2011; De Loecker et al., 2014）。考

虑到国有企业的生产经常活动并不一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标准，从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

生产函数（Hsieh and Klenow, 2009），我们在估计生产函数时加入了是否是国有企业的虚拟

变量；同理，外资企业可能会有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所以我们在估计生产函数时也加入了

外资企业的虚拟变量。此外，由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生产环境（De 
Loecker, 2007），故本文在估计生产函数时也引入“是否有出口”这一虚拟变量以允许出口企

业与非出口企业拥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基于此扩展的 OP 方法，我们可以先估计出产出的中

间投入弹性，进而得到成本加成 OP
m 。 

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出口企业中许多企业从事着加工贸易（Yu, 2015），当企业从

事加工贸易时，它们不需要进行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投入决策（Feenstra and Hanson, 2005），
这导致其生产函数可能会与非加工贸易企业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来控制

这种差异：其一是将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分开，分别估计 2 位数行业的生产函

数，进而计算出企业层面的成本加成（用 1OP
m 表示）；其二是在估计生产函数时，我们可以

将加工贸易虚拟变量直接引入生产函数估计方程，进而求出企业成本加成 2OP
m 。 

在理想的情况下，可以用企业层面的价格指数来平减企业的产出，但遗憾的是，这样的

数据在众多数据库中均不存在。参考 Amiti and Konings (2007), Topalova and Khandelwal (2011) 
Brandt et al. (2012) and De Loecker and Warzynski (2012)的做法，我们使用行业层面的价格指

数对企业产出进行平减。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来刻画真实资本存量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变化关

系，其中企业层面的折旧率从数据中直接计算得出。 

(2)  虽然 Olley-Pakes 方法允许资本随不可观测的生产率变动，但事实上劳动也可能会

对生产率的冲击产生反应（Ackerberg et al., 2006）。为了将各种投入在面对生产率冲击时的

可能动态效应予以刻画，参考 Ackerberg et al., 2006、De Loecker et al. (2014)、Lu and Yu (2015)
等的做法，我们采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来生产函数进行刻画： 

 

(or  , )

2 2 2
0

1 1 1
( ( ) ( ) ( )

2 2 2

       + )(1 )
k l m

j j j j j j j j j j j
it k it l it m it kk it ll it mm it

j j k k k k k k k j
kl it it km it it lm it it klm it it it it it i t it

y k l m k l m

k l k m l m k l m PE

      

        

      

       
  (7) 

其中 ity 、 itk 、 itl 和 itm 分别代表对数化的产出、资本存量、劳动和中间投入。 itPE 为加工贸

易虚拟变量，当企业 在第 年从事加工贸易时取 1，否则取 0。 it 指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 i 、 t 和 it 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扰动项。在实际估计中，我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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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控制了需求和供求面的可能冲击，包括控制产出品价格、行业层面的关税（投入品关税、

最终品关税和外部关税）、产品虚拟变量、产品市场份额、省份虚拟变量以及是否从事加工

贸易等。 

将各未知参数估计出来后，我们可以计算出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进而根据(5)式得到各

企业的成本加成 DGKP
m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7)式的估计，我们参考 De Loecker 等(2014)提

出的控制函数方法（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来解决 Olley-Pakes 方法中由于企业层面投

入价格指数的缺失可能带来的生产函数估计偏误问题；为了使本文数据利于计算，参考 Lu 
and Yu (2015)的做法，我们使用产品出口价格、市场份额、是否从事加工贸易以及这些变量

与经过平减的中间投入的交叉来近似企业中间投入价格。当然，与以前文献类似，我们也仅

依靠单产品企业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在假设多产品企业与单产品企业在同一行业使用相同

的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出企业-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然后对每个企业按照出

口产值将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加权平均，从而得到每个企业各年的成本加成。 

（二） 企业和行业层面关税的度量 

为了估计关税下降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几种企业和行业层面的度量指

标。 

参考 Lileeva and Trefler (2010)和 Yu (2015)的做法，我们构建了企业层面的外部关税指

标 itFET ， 

 , _ , _

, _ , _

[( ) ( ) ]
k kc
i initial year i initial year kc

it tk kc
k ci initial year i initial yeark c

X X
FET

X X
  

  (8) 

其中 , _
kc
i initial yearX 指企业 i 在初始年份向国家 c 出口的产品 k 的金额（采用初始年份的出口份额

能够较好控制企业由于外国不同产品进口关税下降幅度不同带来的企业出口选择内生性问

题）； , _
k
i initial yearX 代表企业 i 在初始年份所出口的产品 k 的总额； kc

t 指国家 c 进口产品 k 时征

收的从价税。 

为了研究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中间

投入关税 itFIT ： 

 , _

, _

( )
i

i

k
i initial year k

it tk
k O i initial yeark M

m
FIT

m


 

  
  (9) 

其中，为了控制不同进口产品的关税下降幅度不同带来的企业中间投入份额的内生变化，

我们参考Amiti and Konings (2007)以及Topalova and Khandelwal (2011)的做法，采用初始年

份的中间投入额 , _
k
i initial yearm （表示企业 i 在初始年份所使用的进口中间投入 k 的金额）来构

建中间投入份额的权重。 k
t 代表产品 k 在第t年的从价进口关税； M 指企业 i 的总进口集

合。由于加工贸易（用 P 表示）是免税的，故关税的下降仅会影响非加工贸易（用O 表

示，并且 P O M  ）的进口，进而加工贸易的集合并没有出现在式(9)外层的求和中。 

此外，为了研究企业层面最终品关税下降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我们还构建了企业

层面的最终品关税指标。最理想的做法，使用产品层面的销售额来度量进口竞争效应，但遗

憾的这类数据难以获得。参考 Yu (2015)的做法，基于国内很有竞争力、销售量多的产品也

会在国外销售相对较多的假设，我们构建了如下的企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指标 itFOT ： 

 , _

, _

( )
it

it

k
i initial year k

it tk
k E i initial yeark E

X
FOT

X


 

  
  (10) 

其中 , _
k
i initial yearX 、 k

t 的含义与上文相同； itE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出口集合。同样需要强调的

是，我们使用的是企业出现在样本中时的初始年份的相关数据来构建关税权重。需要说明的

是，对于 itFOT 的度量应该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显然 itFOT 这个指标对于纯内销企业和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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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企业并不适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这两类企业从后续所有回归中都予以剔除。其

二，对一个既有内销又有外销的企业，一种出口产品在所有出口中所占份额与该产品国内销

售额占国内总销售额的份额相等这个假设也比较强。但因为数据的限制，我们不能对第二个

问题进行直接的验证。不过，这个问题对于 itFOT 衡量所带来的偏误很可能会与行业加工贸

易的比重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按行业加工贸易密集度对样本进行划分，然后分别对不同子

样本进行检验。事实上，后文的稳健性结果表明，这种企业内产品组成的差异并不影响本文

主要结论。 

当然，虽然企业层面的关税指标能够较好衡量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关税，但为了能与以前

文献相比，我们也构建了行业层面的三种关税指标。参考 Amiti and Konings (2007)的做法，

在每个两位数行业下，我们将 HS6 位数层面的关税进行简单平均以求出两位数行业层面的

最终品关税 jtIOT 1，其中 j 表示行业、t 表示时间。同样，在每个两位数行业下，我们将 HS6

位数层面外国（所有当年有从我国进口该 HS6 位数产品的国家）的关税也进行简单平均，

计算出两位数行业 j 的外部关税 jtIET 。最后，我们借助 2002 年的投入产品表（简称 IO 表）

构建行业层面的中间投入关税 jtIIT ： 

 
2002

2002
( )nj

jt nt
n njn

input
IIT

input
 

  (11) 

其中 nt 表示投入品 n 在第 t 年的进口关税； 2002
njinput 表示在产业 j 的产出过程中投入品 n 的

投入量2。 

（三） 实证设定 

为了探究关税下降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我们建立了如下的回归模型： 

 0 1 2 3 4 5

6 7

ln ln ln + ln ln ln

           ln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

FET FET PE FOT FOT PE FIT

FIT PE PE X

      
    

      

      
  (12) 

其中 it 是企业 i 在第 t 年的成本加成。 itFET 、 itFOT 和 itFIT 分别指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外国关

税、本国最终品关税和中间投入关税。考虑到关税下降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加成的变化会可能

会因为企业是否是从事加工贸易而有所差异，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企业是否从事加工贸易虚

拟变量 itPE 以及其与三种关税变量的交叉项。 

此外， itX 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其它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所有权属性、企业规模以及企业

资本劳动比、企业生产率等因素。因为国有企业并不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Hsieh and 
Klenow, 2009)，所以其成本加成可能会与其它企业不一样，故需要在回归中予以控制；另一

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可能有更高的管理绩效和更好的生产技术（Helpman et al., 2004; Keller and 
Yeaple, 2009），从而在其它状况相同的条件下会有更高的成本高成。参考以前的研究（Kugler 
and Verhoogen, 2012），我们用从业人数来控制企业规模对于企业定价策略和产品质量的影响。

此外，我们也在回归中控制了资本劳动比，以控制资本密集度的影响(Bernard et al., 2006)。最后，

为了控制企业潜在的技术冲击对于成本加成的影响，我们还在回归中控制了企业生产率。 i 、 t
和 it 分别指代企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扰动项。 

在使用(12)式估计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成本加成影响时，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在(12)
式中，只要一个企业有从事加工贸易，不论其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份额有多少， itPE 均为 1。

                                                        
1 使用简单平均而不用加权平均的是为了避免关税下降与进口呈负相关的内生性问题。 
2 由于 HS 编码、中国的行业分类代码（简称 CIC 代码）以及 IO 表的编码并不完全一样，我们采用

以下四步来把三者结合起来。首先，我们先把 IO 表与 CIC 编码对应起来；其次，我们把 CIC 编码与国际

标准产业分类代码 ISIC（第三版）对应起来；再次，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代码与 HS6 位数海关代码的

对应关系，我们从 WTO 中找出各 ISIC 代码对应的海关关税。最后，我们根据以上对应关系计算出 CIC
行业对应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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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论企业加工贸易占比很低还是很高，这种做法将这两种情形都不加区分，从而影响了

我们精确度量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估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加工贸易从

虚拟变量改为以加工贸易占该企业当年总贸易额比重的连续型变量 itPext ，从而将式(12)变

为： 

 0 1 2 3 4 5

6 7

ln ln ln + ln ln ln

           ln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

FET FET Pext FOT FOT Pext FIT

FIT Pext Pext X

      
    

      

      
 

 (1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企业会内生选择是否从事加工贸易，第(13)式也会面临模型识

别的挑战。由于从事加工贸易的门槛比从事一般贸易的低（戴觅等，2014），从而可能带来

低成本加成的企业选择进行加工贸易的内生性问题；另外，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异质性效果，

2 、 4 、 6 和 7 可能会随企业的不同也有所差异，那么模型(13)就是存在系数包含与加工

贸易份额内生相关的随机系数模型（Wooldridge, 2008）。本文采用 Heckman 两步法来估计模

型(13)，具体来说，我们使用基于外生变量 itZ 所估计出的加工贸易份额的预测值来代替其原

始值（ itZ 的选择将在下一章节详细阐述），即设定： 

 = ( | ) ,   ( | ) 0it it it it it itPext E Pext Z with E Z     (14) 

将第(14)式代入第(13)式中可得： 

0 1 2 3 4

5 6 7

ln ln ln ( | ) ln ln ( | )

           ln ln ( | ) + ( |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

FET FET E Pext Z FOT FOT E Pext Z

FIT FIT E Pext Z E Pext Z X

     
     

      

        
 (15) 

其中 2 3( )it it it itFET       。值得注意的是 it 与条件于 itZ 的解释变量不相关，所以我

们可以得到方程(15)系数的一致估计量；最后由于回归中采用的是估计的加工贸易份额，我

们通过自举法来修正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四、 估计结果 

在这一部分，我们先给出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然后考虑

加工贸易的自选择效应，采用 Heckman 两步法估计方程(15)所给定的相关随机系数模型，然

后再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 

（一） 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我们在表 3 中报告了使用行业层面关税来度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住时间和企业固定效应以后，本国最终品关税与企业成

本加成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由于最终品关税下降带来的外国产品进口竞争效应确实存在；而

行业投入品关税的下降会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上升，说明投入成本的下降会促使企业边际收益

的上升，这两点与 De Loecker et al. (2014)的发现类似。从行业外国关税的估计系数来看，外

国关税与企业成本加成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外国关税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出

口成本，相对于出口价格的降幅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成本加成将上升。考虑到纯内销企业并

不会直接受到外国关税下降的影响，纯出口企业不会直接受到本国最终品关税下降的影响，

所以为排除这两类企业的影响，我们在第（2）列回归中将这两类企业直接剔除。第（2）列

结果表明排除这两类企业后，本文结果仍然成立，本国最终品关税与企业成本加成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而外国关税、投入品关税与成本加成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考虑到加工贸易企业可能与普通贸易企业的生产函数可能存在显著差异（Yu, 2014），我

们将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分别分行业估计生产函数，用所得结果 1OP
m 再进行回

归估计，结果见第（3）、（4）列。结果显示，允许加工贸易企业存在不同生产函数时，三种

关税下降对于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仍然稳健。 

表 3：关税下降与成本加成-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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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ln OP

m  1ln OP
m  

(1) (2) (3) (4) 

行业外国关税 
-0.340*** -0.328*** -0.371*** -0.373*** 
(-23.00) (-19.09) (-20.23) (-18.11) 

行业本国最终品关税 
0.180*** 0.205*** 0.134*** 0.126*** 

(6.69) (6.57) (3.61) (2.98) 

行业投入品关税 
-0.984*** -0.908*** -0.915*** -1.023*** 
(-11.41) (-8.96) (-6.83) (-6.76)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纯内销企业 是 否 是 否 
纯出口企业 是 否 是 否 
观测值数 78922 56192 73476 52574 
R 平方 0.04 0.05 0.02 0.02 

注：扩号中报告的是稳健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考虑到行业层面的关税只在行业间存在差异，不能较好地衡量进出口份额不同的企业所

面临的关税。我们将照式(8)、(9)和(10)的度量方法，采用企业层面的关税再对贸易自由化对

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进行估计，见表 4。考虑到纯内销企业不会直接受到外国进口关税的影

响，纯外销企业不会直接受到本国最终品关税的影响，我们在表 4 中所用样本将这两类企

业均排除在外；其中，第（1）列所用因变量 1OP
m 为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企业分别估计的

结果，第（2）列中 2OP
m 为直接将加工贸易虚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估计的结果；第（3）列

DGKP
m 为参考 De Loecker et al. (2014)的方法，考虑多产品企业并解决企业层面投入价格缺失

问题所估计的成本加成。从表 4 第（1）-（3）列可知，在采用企业层面关税度量时，投入

品关税与外国关税对成本加成仍然呈显著负向影响，而最终品关税对成本加成呈显著正向影

响，这也与表 3 的结果类似。 

考虑到 De Loecker et al.（2014）的方法允许多产品企业中不同产品拥有不同生产技术，

并且用控制函数的方法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层面投入价格不可观测的问题，我们将在后文

的分析中主要主要采用 DGKP
m 。为了考察关税下降对于企业成本加成可能带来的异质性影响，

我们在第（4）列中引入加工贸易虚拟变量及其与三种关税的交叉项。从第（4）列可知，外

国关税和投入品关税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最终品关税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此外，加工贸

易企业相对于非加工贸易企业拥有更低的成本加成；从加工贸易与关税的交叉项来看，外国

关税和投入品关税下降对加工贸易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更弱，最终品关税的下降对加工

贸易企业成本加成带来的下行压力也更弱，这说明三种关税下降给加工贸易企业带来的成本

加成的影响均小于给非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这也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考虑到资本劳

动比、企业性质以及企业生产率均可能对企业成本加成产生影响，我们在第（5）列的回归

中将这些潜在影响因素均予以控制，结果显示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第（4）、（5）列所用加工贸易指标为“是否从事加工贸易”的虚拟变量，由于有些企业加

工贸易的比重非常低，在这种指标衡量下，加工贸易的作用可能会被高估。为了更加合理地

衡量加工贸易的作用，我们采用一个企业进口加工份额（进口加工贸易额/总进口额）来衡

量该企业在该年从事加工贸易的程度，估计结果见第（6）、（7）列。从第（6）列结果可知，

上文中三种关税下降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仍然显著，并且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来说这种

效应更弱，且随着从事加工贸易程度的加深，关税下降的影响越来越弱；第（7）列的结果

表明，控制住其它可能的影响因素后，该结论仍然稳健。 

表 4：企业层面关税下降与成本加成变化 

因变量： 
1ln OP

m  2ln OP
m  ln DGKP

m
加工贸易虚拟变量 加工进口的份额 

ln DGKP
m  ln DGKP

m ln DGKP
m  ln DGKP

m  

 (1) (2) (3) (4) (5) (6) (7) 
- - - -0.401*** -0.520*** -0.265*** -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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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关税 
0.226*** 0.275*** 0.248***

(-6.60) (-9.46) (-9.05) (-10.07) (-10.23) (-6.16) (-7.60) 
外国关税×加工

贸易变量 
   0.667*** 1.082*** 0.197* 0.733***
   (6.61) (8.02) (1.82) (4.98) 

本国最终品关税 
0.092*** 0.084*** 0.074*** 0.147*** 0.223*** 0.146*** 0.238***
(11.67) (12.13) (11.12) (13.67) (14.32) (13.23) (13.34) 

本国最终品关税

×加工贸易变量 
   -0.015 -0.115*** -0.003 -0.116***
   (-1.62) (-7.94) (-0.31) (-6.46) 

投入品关税 
-

1.396*** 
-

1.114*** 
-

1.881***
-2.341*** -3.359*** -2.528*** -3.629***

(-9.32) (-8.63) (-13.90) (-13.27) (-13.20) (-14.25) (-13.87) 
投入品关税×加
工贸易变量 

   0.667** 1.867*** 0.967*** 2.049***
   (2.55) (5.15) (3.28) (5.31) 

加工贸易变量 
   -0.107*** -0.064*** -0.089*** -0.057** 
   (-7.67) (-3.20) (-5.47) (-2.49) 

Log(资本劳动比) 
    0.076***  0.074***
    (6.45)  (6.38) 

国有企业 
    -0.067  -0.061 
    (-0.85)  (-0.78) 

外商投资企业 
    0.088***  0.088***
    (3.33)  (3.32) 

企业生产率 
    0.230***  0.229***
    (5.02)  (5.03)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48421 40848 48471 43967 26139 43967 26139 
R平方 0.02 0.03 0.03 0.05 0.10 0.05 0.10 

注：本表中所有回归均剔除了纯内销和纯出口企业。扩号中报告的是稳健的t统计量；***、**、*分别

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 考虑加工贸易自选择效应 

从表 5 可知，相比于非加工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具有显著更低的生成加成。这可

能是生产生产率低、市场力量弱的企业内生选择进行加工贸易的结果，这也说明加工贸易参

与度存在一定内生性（Yu, 2014）。了为控制这种内生性，我们采用二元样本选择模型，即第

二类 Tobit 模型（Cameron and Trivedi, 2005）来对加工贸易的自选择效应进行控制。 

表 5：加工贸易企业与非加工贸易企业成本加成差异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差异 

非加工贸易企

业成本加成 
1.149 0.239 

加工贸易企

业成本加成 
1.122 0.254 0.026*** 

注：***、**、*分别表示加工贸易贸易与非加工贸易企业成本加成的均值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

平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假设企业是否从事加工贸易可以由一个潜变量 itV 决定，当 0itV  时，企业从事加工

贸易，反之则不从事加工贸易，那么企业加工贸易参与度 itPext 可表示为： 

 
  0

0         0
it it

it
it

Pext if V
Pext

if V


  

  (16) 

我们采用 Heckman 两步法对方程(16)进行估计，其中，在第一步我们基于一个 Probit 模
型来估计企业是否从事加工贸易， 

 1(processing  trade=1) ( 0) ( )it tP P V X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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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为一个正态分布的累积密度函数， 1tX  包括企业生产率、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存量、从业人数和企业年龄。因为在 Heckman 两步法中，需要有一个

变量只在第一步估计中出现，而不出现在第二步估计中，我们将企业年龄选作此变量。因为

根据 Amiti and Davis (2011)的研究，成立时间越久的企业出口的概率越高，并且在我们的样

本中，企业年龄与加工贸易的份额相当系数非常低（不到 0.1），这就表明我们将企业年龄放

入第一阶段回归，而不放入第二阶段回归也是合理的。 

表 6 给出了方程(16)的 Heckman 两步法估计结果。从第一步的估计结果可知，生产率

更低的企业更有可能从事加工贸易；而国有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概率更低，外商投资企业由

于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也有更高的概率从事加工贸易。在控制住企业参与加工贸易

内生选择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第二步对企业加工贸易的参与程度进行回归估计，并据此

求出企业加工贸易参与程度的拟合值，然后将其用与后文的相关分析中。 

表 6：加工贸易份额的 Heckman 两步法估计 

因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是否从事加工

贸易 
加工贸易的参与

程度 

企业生产率 
-0.219*** -0.174*** 
(-11.33) (-14.85) 

国有企业 
-0.264*** -0.097*** 

(-5.94) (-4.68) 

外商投资企业 
0.959*** 0.059 
(61.89) (1.50) 

资本存量 
0.218*** 0.068*** 
(42.20) (8.11) 

从业人数 
-0.036*** -0.060*** 

(-4.54) (-16.66) 

企业年龄 
0.004***  

(4.75)  

逆米尔斯比率 
 -0.096* 
 (-1.77) 

观测值数 53467 19162 

注：为了避免同时变动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回归中所用自变量（除逆米尔斯比率外）均为滞后一期值。

企业生产率采用的是扩展的Olley and Pakes (1996)方法的估计值。扩号中报告的是稳健的t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 内生性问题 

虽然上文已经对贸易自由化对成本加成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证检验，但表 3 和

表 4 的估计结果仍然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反向因果是潜在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来源：

虽然加入 WTO 后整体关税下降是外生的过程，但仍然可能存在某些行业由于竞争能力弱、

成本加成低，以此游说政府使这些行业的关税下降幅度更慢（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内生性问题的发生。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我们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再对方程(15)进行重新估计。要

找寻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颇有难度，参考 Amiti and Konings (2007)的做法，我们

采用滞后一期的外国关税3、最终品关税和投入品关税作为当期值的工具变量。这样做的逻

辑是：原来受到高额关税保护的行业，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在下一年中其关税保护仍然应

该更强；国外关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采用企业首次进入样本时的产品出口（进口）份额

                                                        
3 由于政府在与外国进行关税谈判时也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具有出口能力的那些竞争能力

强、成本加成高的企业可能会游说政府促使外国在有利于其出口的行业降低关税），从而可能使外国关税

也出现内生性问题，我们也将其视为内生变量。当然，将外国关税视为外生变量时，本文主要结论仍然稳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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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构建企业外国关税和层面最终品关税（投入品关税）的权重4，以避免企业出产品构成

受关税下降影响而变化所带来的企业层面关税内生的问题。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见表 75。 

表 7：贸易自由化与成本加成-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因变量：

ln DGKP
m  

(1) (2) 
加工贸易程度高 加工贸易程度低 

(3) (4) (5) (6) 

外国关税 
-0.740*** -0.814*** -0.904** -1.055*** -0.715* -0.700** 

(-2.84) (-3.45) (-2.18) (-2.64) (-1.88) (-1.97) 
外国关税×加工

贸易变量 
0.797* 0.741* 0.985* 0.997* 1.017 0.579 
(1.70) (1.72) (1.66) (1.66) (1.06) (0.62) 

本国最终品关税 
0.307*** 0.284*** 0.422*** 0.366*** 0.225*** 0.245*** 

(8.69) (6.58) (8.34) (6.88) (4.00) (4.36) 
本国最终品关税

×加工贸易变量 
-0.232*** -0.238*** -0.391*** -0.352*** -0.106 -0.207* 

(-3.89) (-3.63) (-5.39) (-4.45) (-0.80) (-1.79) 

投入品关税 
-5.389*** -4.545*** -4.316*** -3.321** -4.050*** -3.451***
(-12.75) (-11.41) (-3.20) (-2.34) (-6.64) (-3.95) 

投入品关税×加
工贸易变量 

2.443*** 2.221*** 2.274*** 1.978*** 0.151 0.636 
(11.28) (11.40) (4.82) (4.58) (0.17) (0.55) 

加工贸易变量 
-1.244*** -0.973*** -1.102*** -0.812*** -1.014*** -0.576***
(-16.34) (-10.87) (-11.26) (-7.88) (-5.50) (-3.16) 

Log(资本劳动比) 
 0.133***  0.161***  0.049*** 
 (25.84)  (26.56)  (4.07) 

国有企业 
 -0.469***  -0.480***  -0.437***
 (-16.36)  (-10.95)  (-9.56) 

外资投资企业 
 0.035**  0.061***  -0.029 
 (2.34)  (3.74)  (-1.17) 

企业生产率 
 0.227***  0.142***  0.611*** 
 (12.39)  (7.39)  (11.43)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LM统计量 

468.41*** 345.40*** 248.45*** 216.32*** 137.88*** 92.58*** 

Kleibergen-Paap 
Wald F统计量 

118.20 85.04 55.44 48.32 41.51 27.18 

观测值数 15493 13501 9982 8892 5511 4609 
R平方 0.51 0.55 0.49 0.54 0.54 0.61 

注：本表中所有回归均剔除了纯内销和纯出口企业。所用加工贸易变量是使用Heckman两步法所估计

的加工贸易份额的拟合值；我们也将三种关税的滞后一期值与拟合的加工贸易份额的交叉项作为回归中的

工具变量。扩号中报告的t统计量使用基于自举法修正的标准误计算；***、**、*分别表示在1%、5%和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 7 第（1）列可知，在控制住反向因果以后，我们仍然发现外国关税下降和投入品

关税下降会导致企业成本加成上升，而最终品关税的下降会促使企业成本加成下降；且这三

种关税下降效应均会随着企业进口加工份额的提升而减小。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显示

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显著相关；此外，以 10 作为参考值（Stock et al., 2002），Kleibergen-Paap 
Wald F 统计量也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可用（下同）。从第

（2）列可知，在控制住资本劳动比、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性质以后，三种关税下降对企业成

本加成的影响仍然稳健。从关税下降的边际效应来看，投入品关税下降带来的成本加成边际

变化率更大：从第（2）列的估计结果来看，投入品关税下降 10 个百分点，会带来企业成本

                                                        
4故对每个企业来说，此权重并不随时间变化。 
5 由于样本中许多企业并不具有连续数年的观测值，在采用滞后一期的关税作为工具变量后，若控制

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将导致巨大的样本缺失，从而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因此，作为替代选择，我们控

制两位数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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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成上升 45.5%，外国关税下降 10 个百分点会带来成本加成上升 8.1%，而最终品关税的下

降 10 个百分点会带来企业成本加成下降 2.8%；而随着加工贸易份额的上升，这三种关税效

应均将大幅减弱。根据表 6 的估计，企业加工贸易参与度的似合值约为 0.5，那么平均来说，

外国关税下降 100 个百分点可以带来企业成本加成上升-(-0.814+0.741*0.5)=0.4435；本国最

终品关税和中间投入品关税下降 100 个百分点对成本加成的影响分别为-(0.284-0.238*0.5)=-
0.165、-(-4.545+2.221*0.5)=3.4345。考虑以从 2000 年到 2006 年，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三

种关税的下降分别是 0.11、7.93 和 0.99，我们可以粗略估算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进出

口企业的影响为：(0.11*0.4435+-0.165*7.93+3.4345*0.99)/100=2.14%。 

此外，就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产出品关税的度量略有不足，因为企业在国内销售的产

品组成和出口的产品构成可能会有较大差异。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们在估计中剔除了纯内

销企业和纯外销企业；另外，考虑到内销和外销产品构成可能会因行业加工贸易参与度的不

同而出现行业性差异，我们按各行业加工贸易参与度的高低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6再

进行回归，见表 7 第（3）-（6）列。结果显示，前两列的结论基本不受行业加工贸易程度

高低的影响。 
 

五、 结论 

一个国家关税下降究竟会给其企业市场力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随着实证产业组织

学术研究领域的推进，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热度也不断上升。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进出

口企业，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成本加成带来的影响。 

首先，我们考虑了三种关税的作用。根据企业的出口份额，我们构建了企业层面的外国

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并根据企业进口份额构建了企业所面临的投入品关税。据我们所知，本

文是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文献中第一篇考虑外国关税作用的文章。我们发

现，外国关税和投入品关税的下降会促使企业成本加成上升，而国内最终品关税的下降由于

给内销企业带来了直接的降价压力，会导致企业成本加成下降。其次，本文对于成本加成的

估计不依赖于对市场结构和需求体系的假设。参考 De Loecker and Warzynski (2012)、De 
Loecker et al. (2014)的做法，我们估计了中国企业层面的成本加成。再次，本文对于加工贸

易的考察也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加工贸易作用的理解。由于加工贸易在进口时予以免税，出口

到国外时，外国关税也非常低，所以关税下降对成本加成的影响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效

果更弱，并且在控制住加工贸易自选择效应和内生性问题后，我们发现随着加工贸易参与度

的增加，关税对成本加成的影响效果逐渐变弱。最后，本文的估计结果有利于加深对于贸易

获益的理解，即贸易自由化不仅有利企业生产率的提高（Amiti and Konings, 2007; Topalova 
and Khandelwal, 2011; Yu, 2015），也会对企业成本加成带来影响。 

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也能得出丰富的政策含义。首先，从平均意义上来讲，贸易化促

使了我国企业成本加成的上升，所以更应该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另外，虽然最

终品关税的下降会给企业定价带来较大压力，但通过使用性价比高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也能促

使企业成本加成上升，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产者更应该关注全球市

场，实现全球最优的投入品采购。 
 
 
 
 
 
 
 
 

                                                        
6 我们将各行业加工贸易企业比重（加工贸易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例）的均值作为衡量行业加工贸

易参与度高低的临界点，将大于等于此临界点的行业视为加工贸易参与度高，反之则视为加工贸易参与度

低。当然以行业加工贸易比重的中位数作为临界点也不会影响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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